
海軍不對稱作戰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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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不對稱作戰係避開敵人強點，集中相對優勢來對付敵人相對劣勢的一種作戰方式，其具備諸多不確定性，
端視交戰雙方能否迅速有效的管理與控制這些變數，進而較敵保有一定之優勢。
二、獲得「相對優勢」的概念本身，屬於不對稱作戰的一環。亦即軍事力量較弱的一方，在有限戰爭資源下，
運用本身強處來打擊敵人弱點，而非企圖在 一方面能力都要與敵人匹敵。每
三、海戰戰略的選擇在爭取制海、扼制點、基地及部署區域制海的掌控，雙方在海上實力與強度不對稱態勢下，
應思考如何能有效發揮關鍵能力與防護本身作戰重心，並避免在戰爭初期即遭受敵人封鎖與癱瘓。
四、不對稱思維下海軍兵力規劃宜建置具備高存活與戰力持久之戰場偵蒐武器載台與防禦性反制打擊能力，以
確保重要交通線與扼制點不致讓敵人使用，對我進行陸上攻略。
關鍵詞：海上安全、不對稱作戰、相對優勢、軍事安全合作、兵力規劃
壹、前言
雖然兩岸關係已有改善，台海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可能性大幅降低，為達成「預防戰爭」的國防戰略目標，維
持台海和平與區域安全穩定為兩岸關係發展與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國軍必須時時保持最佳 態，不可片刻忘狀
記中共軍事威脅的存在〔註一〕。現階段共軍係以具備對台應急作戰能力為目標，藉「先懾後戰、逐 升級、步
封打結合、軟硬並重」及配合拒止外軍等靈活軍事手段，持續累積攻擊能量〔註二〕，直接威脅我政經軍目標，
大規模癱瘓我反制能力。中共軍備持續積極擴張，發展兵力投射與遠海作戰能力，極具不對稱特性。
台澎防衛作戰場景具備預警時程短、戰略縱深淺、無固定戰線與前、後方之分，且戰場範圍廣泛（包含可能之
聯盟作戰）；戰爭發起主動權在敵，屬「後發制人」戰爭，不單純僅為軍事聯合作戰，也包含了全民總體防衛
與全民國防。面對中共武力威脅，不僅敵我在質與量均呈現不對稱特性，其精準打擊能力也逐漸涵蓋台海戰場。
海軍應據此不對稱作戰特性整建兵力，於平時應運用有利作戰空間（含陸、海、空域）先期戰場經營，做好戰
爭準備，並運用機動及彈性效能以確保戰力保存，防制敵人空中、海上或導彈攻擊行動，待有利時空採取積極
主動作為，削弱敵軍戰力與打擊作戰重心，創造並建立有利之戰略態勢，俾利全般防衛作戰遂行，並做好必要
的風險評估，不可輕敵忘戰。
貳、整體國防安全情勢
一、「海上安全」乃泛指一個國家的海上活動、貿易、海洋權益與利益，盡可能取得對海洋充分而有效的利用，
並維護海上運輸線的安全，不受他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武力侵犯與航運破壞。因此，海上安全的範圍，不僅
著重主權範圍 的領土、領海或領空安全，還要放眼於主權管轄範圍以外的遠洋海上通道、能源供給線和公海內
航行的安全。尤其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安全邊界的移動，也使海上安全範疇跳 固有疆界限制，包含了對海、脫
空、天的地 戰略空間進行整合性的思考，已是所有發展新式海上戰略控制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註三〕。緣
近年中共更提出所謂「利益邊疆」概念，即國家利益拓展到哪裡，解放軍的使命就要延伸到哪裡〔註四〕。因
此，未來不論是傳統海上戰爭或是非傳統安全的「海上安全」，仍需依賴海上力量來維護國家生存與利益，做
為一種必要的選擇。一旦運輸能源的海上交通線遭受威脅與危害，將為國家帶來嚴峻考驗與困境。因此，地區
強權國家即運用國防力量使之成為一項優勢工具，以確保其仍能取得日益稀少的石油供應〔註五〕。
我國能源儲運與經貿命脈高度仰賴海上交通線暢通與安全無虞，面對中共海空兵力迅速發展與擴張，對西太平
洋海線安全造成不穩定的影響。因此，海軍除防範敵人對我海上交通線封鎖外，更須在非傳統安全上投入更多
的關注。2009年迄今的索馬利亞及亞丁灣海盜威脅，更突顯了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宜將海洋安全提升為
國家戰略層次，並運用我國所處西太平洋交通線的中央位置與交通樞紐，建立一支適切適量的海上部隊，並透
過海洋安全合作模式，維護我國海洋權益，並創造更有利的經貿發展機會。

 二、亞太地區美國與中共的戰略競合（反中屏障 vs 拒止戰略）仍持續不斷，例如美軍增加亞太海空兵力部
署與菲律賓軍演次數，並加強關島駐軍與防務，整建軍港、機場及交通設施〔註六〕。而中共針對性的武器部
署以「拒止」（Anti-Access or Area Denial）美軍進入，加上彼此的不信任態度，均攸關亞太及兩岸
安全情勢。目前在台海情勢緩和下，國防軍事力量整建方向，應為政府推動大陸政策的堅實後盾，成為維持台
海安全的支柱〔註七〕。
美國於 2008年宣布對台 64億美元軍售，仍然不能全面彌補現行台海軍事力量失衡的事實〔註八〕，相較中
共海軍近年次第完成的軍備武器發展，對台海軍事力量平衡與我國的防衛需求來 ，應做好完整的風險評估，說
否則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參、不對稱作戰思維轉變
一、孫子的不對稱作戰思維貫穿其各篇兵法，並融入全般戰爭思想（伐謀、伐交）、戰爭準備（主動、先制、
先勝及先知）、戰爭目的（全勝、全軍）、作戰原則（先知、奇正、 實、詭道、詐立、治力）、作戰時間虛
（速勝、不貴久）及作戰心理（治氣、治心）等的「不對稱」〔註九〕。依此可歸納出不對稱作戰係避開敵人
強點，集中我方相對優勢（有利之力、空、時）來對付敵人相對劣勢的一種作戰方式。此一不對稱上兵伐謀、
不戰屈人之兵思維，迪了西方強權如美國大戰略的嚇阻戰略（Deterrence Strategy）、英國政府提出的

○有限嚇阻戰略及法國提出的「以弱制強」嚇阻戰略〔註十〕。例如八 年代以後，美蘇爭霸由「蘇攻美守」進
入「相互僵持」的均衡態勢，多數分析家認為兩極系統在相互核子威懾制約下（零和遊戲、相互毀滅），創造
了冷戰期間持續的穩定局面，雙方都不願意輕戰端，核子武器扮演了不對稱戰爭運用的典範〔註十一〕。
二、「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al Warfare）一詞通常係用於描述，敵人可發揮所長，避實擊 的 況虛狀 。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 of Staffs）則定義為「一方面迴避或削弱敵手的優勢，另一方面
又利用其弱點，而所採手段則截然不同於對手慣用作戰模式之企圖」〔註十二〕。就定義與 涵而言，不對稱內
戰爭為一種戰爭型態，包含了軍事與非軍事層面，形成所謂「不對稱」戰爭 態，其 及較為廣泛，屬戰略狀涉
層次（Strategic Level）；而不對稱作戰（Asymmetric Operations）則為達成戰爭目標，在戰爭中
透過「力、空、時」等因素實施戰役規劃，形成有利戰略態勢，屬作戰層級（Operational Level）層次。
在運用上，不對稱作戰係屬一種作戰手段，而不對稱戰略除了不對稱作戰手段外，尚包含「不對稱作戰」力量



的建立〔註十三〕。
1999年兩位中共空軍大校（喬良、王湘穗）發表了「超限戰」，此概念涵括了戰爭與戰法兩個方面，可以超
越實力侷限和約制的戰爭方式，並強調不對稱之於強者和弱者國家都具有多樣的價與意義。就「超限」而言，
係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行動，在需要並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線上選擇出最恰當的手段（包含極端手
段），而不是泛指時時處處都非採用極端手段不可，其重點在掌握「勝律」之組合，運用戰爭資源進行戰爭的
手段〔註十四〕。
其本質上是融合傳統東方孫子兵法奇正（用法上為偏正）與西方打擊作戰重心（Center of Gravity,克勞
賽維茲）及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 李德哈特）的軍事哲學邏輯，進而形成其論述之核心。並且
運用大戰略、戰略、作戰及戰術層級任意的對接，形成超台階（作戰層級）組合，意在造成敵戰力失衡與招致
癱瘓。
三、2003年美國陸軍學者也提出，不對稱戰爭 涵包含許多範疇、理論、經驗與推論，用以處理未知或出人內
意表之戰爭目的（Ends）、方法（Ways）與手段（Means），其透過比較敵我關鍵因素（Critical 
Factors）之異同〔註十五〕，以推判敵可能採取的行動；倘若已知敵人將運用此一不對稱行動，則我應發
展相對應的反制手段，以獲得戰爭的優勢，這也就是古典的行動-反應行動-反制行動循環（action-
reaction-counteraction cycle）〔註十六〕。
假想敵國都會研究雙方的準則、戰術、技術與程序，由於不對稱作戰具備諸多不確定性，端視交戰雙方的認知
與對 況的調適能力，同時能否有適切軍事準則可參據，期能迅速有效的克服諸多的不確定因素，進而保有一狀
定之優勢。而此種獲得「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本身就是屬於不對稱反應作為
（Asymmetrical Response），屬於淨評估的一環。亦即軍事力量較弱的一方，在有限戰爭資源下，應運
用本身的強處來打擊敵人弱點，而非企圖在 一方面能力都要與敵人匹敵〔註十七〕。每
中西兵學各有所長，西方兵學講求的是權（實）力較量、集中、作戰重心打擊及決定性勝利，強調的是決定點
上能力的強弱；而其弱點則是缺乏孫子式的戰略與謀略老練技巧，如孫子的「以柔克剛」、「如水無形」及講
求爭取「勢」（奇與正、運用最大潛能塑造有利情勢、創造壓倒性力量）的用兵哲學〔註十八〕，這些不對稱
作戰特性（欺敵、謀略、情報、嚇阻等），正可以與西方兵學互補，並融入未來聯合作戰軍事決策流程之中，
達成以弱勝強之目的。
肆、海軍不對稱作戰研析
一、海上不對稱作戰分析
前蘇聯海軍元帥高西科夫（S.G. Gorshkov）於《國家海權論》（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一
書中敘述「海軍兵力是最適合局部戰爭的工具，因為海軍具有高度機動性，並能在可能發生軍事行動的地區保
持長久的戰備 態，而且不至於很快侵犯到其他國家的主權，也不會製造過早的國際複雜情勢」。此種不戰而狀
屈人的威懾不對稱手段，顯例即為 1996年「台海危機」中共對我實施軍演與脅迫（係威脅將對敵使用武力，
包含有限運用軍事部隊做為後盾），美國海軍的兩個航母戰鬥群發揮了嚇阻作用（使侵略者不致發動侵略行
動），化解了可能的衝突危機，也帶給中共省思高技術局部戰爭下海上交通線與制海權爭取的重要性的機會。
在此一攻防設想 況下，可採取之反脅迫策略如運用軍事或其他非軍事手段，攻擊脅迫者的軍事部隊、高價目狀
標，藉以懲罰脅迫者或專心抵抗對方所施加的壓力，並研擬可行的防衛與反制措施，期能比脅迫者堅持的更久，
而不屈服於其脅迫之下〔註十九〕。因應方案在於有足的海空能力建構、掌握敵人作戰重心、關鍵弱點
（Critical Vulnerability）、戰鬥意志、外部環境與限制（軍事盟友條件）及是否具備反制脅迫的不
對稱戰力等。
中共為缺乏海洋戰略的陸權國家，其汲取蘇聯海軍的經驗，再加上同為陸權的 史背景，中共發展海軍的過程歷
與德、俄兩國也有著極為相似之處，而德、俄兩國的海軍經驗亦是中共發展海軍的師法對象〔註二十〕。目前
美軍於亞太地區「針對性的部署」與美日安保的戰略威懾，此一潛在海洋圍堵與威脅，加劇中共軍事現代化動
力及軍備擴張，形成所謂的安全困境。由於中共目前實力仍無法和美軍於海上直接對抗，其較合理的策略則為
運用劣勢兵力採取前述守勢的「海上拒止」不對稱作戰方式〔註二一〕，運用現有軍事力量實施海上阻、尋殲
或抗擊外軍，行動的同時依據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政略（終戰）指導，遂行威懾促統、渡海攻台或以戰逼
談等〔註二二〕。
二、解放軍攻台威脅評估
由中共解放軍現代化程度來看，中共遠程國防目標致力於遠距巡弋飛彈的現代化，規劃擴展海上防禦線至數百
浬外，以維護其國家利益與為日後統一兩岸奠定先機。綜言之，中共軍事力量整建方向係打贏台海戰役
（Campaign）為主要觀點，所採取的屬於「戰略不對稱」與「戰役導向」，前者為針隊美軍可能的軍事介入，
後者則強調完成攻台必要的軍事手段，所以除了海、空、二砲威懾與脅迫外，機動快速的陸上決戰仍然是最後
關鍵，此係解放軍建軍的針對性與平衡性。
因此，未來中共對台軍事行動的可能模式與時機，將考量國際政經環境、兩岸情勢、中美關係，以及最重要在
中共的能力與意圖，而政經條件穩定則為此股力量操作的支點，運用國際情勢形成其有利條件，使美軍介入師
出無名。中共對台動武可能模式有二，一為「威懾台灣」，運用軍事演習、封鎖手段（奪取交通線）、導彈威
懾、襲擾或奪取外島，其二為「攻佔台灣」，採取空優爭奪、導彈攻擊（封鎖）、海優爭奪，制海爭取、準備
攻台、先制攻擊、登島作戰以及後續之綏靖作戰等〔註二三〕，屬強勢進襲攻略作戰。
依照目前國際情勢及中共現有軍事能力，在「中共 2008年國防白皮書」中評估其軍事轉型及兵力到位的時間
點為 2020年，屆時中共將擁有機械化與資訊化能力之現代化部隊〔註二四〕。若以中共 2020年兵力到位點
做為為階段劃分，其未來對台動武可能方式：第一階段為 2020年前中共軍事能力僅具備局部打擊（拒止）及
區域兵力投射能力，尚無法「反介入」美軍兵力，僅能採取「攻台阻援」方式，解決台海主權紛爭。第二階段
以 2020年後，隨軍事能力增強具備遠距兵力投射能力（航母建造）與足能力（遠距精準攻擊與下一代戰機出）
抗擊美軍介入，可漸遂行「圍台打援」作戰方式，戰爭規模與型式將改變為同時遂行遠距阻外軍、設置軍事禁
制區與渡海攻略，對我而言反應時間將更縮短。
三、軍事安全合作面向



兩岸衝突情境中美國的角色為多元的，到底是調停者、防禦性軍事行動（包含嚇阻）或協防角色，不可先入為
主〔註二五〕，雖然依照《台灣關係法》美國有義務提供台灣足防禦所需，但對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美國始
終定位在戰略模糊態度上。所以美台之間是否具實際存在集體防衛（Collective Defense）關係〔註二
六〕，美國將以其國家利益做為最後決定者。除非我國國家利益與美國利益緊密契合，或是我國具備某種特有
的軍事能力（如反制性武器、戰略反潛或反飛彈能力），為美國在未來維護亞太安全與穩定時必須倚重之處，
方可能有軍事合作的空間。
軍事互信機制（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 CBM）為近年來國 學者認為可提高我國生存指數內
所積極鼓吹的安全措施之一。然軍事互信機制是要雙方在認知上體會到有合作的空間才能生的，也就是 簽訂說
的前提是雙方感受到對方的軍事威脅；威脅度不足，根本不可能簽署互信機制，而提高對大陸的威脅能力與意
願也是一種雙面刀，有相對的風險存在，屬政治運作與安全戰略一環，必須審慎評估。
2009年 2月 4日中共軍方於媒體首度提出建議兩岸共同設計規劃「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未來發展路線圖」，包
含協商兩岸部署調整，逐 減少以至停止敵對性軍事活動等議題；惟前提是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方步
能推動結束敵對 態，改善兩岸關係〔註二七〕。因此在兩岸對「一個中國」的定位尚未有具體共識前，軍事狀
互信機制的建構應考量兩岸軍力失衡、防衛安全持續建置（軍售防衛武器項量是否將因此被迫逐年下降）、友
盟安全合作空間（美國亞太戰略與我國安全風險評估）及美軍軍事介入的適法性（干預 政及侵犯主權等問題內 ）
等。
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立有其正面的意義與價，惟在落實這個概念的同時，應有全般規劃與配套措施，畢竟具備
足的軍事防衛武力或反制脅迫戰力，仍然為軍事互信機制設立前的保險措施。
四、海戰不對稱戰力規劃
就海軍兵力運用理念上， 史上有六種戰略分別被採用：艦隊戰役、封鎖、商船襲擊、存在艦隊、海岸防衛與歷
海軍兵力投射〔註二八〕。這些戰略選擇都意謂不同的攻防組合，依個別海軍實力與戰爭目的不同而有所取捨。
由戰史驗證，海上作戰係屬綜合國力的消耗戰（Warfare of Attrition）之一，決定戰役中交戰國欲直接
攻擊敵人重心（或達成掌控敵人力量來源）有其困難，因為海軍兵力所運用之海戰戰略，需要延展一段時間方
能發揮其效果，在獲致相對優勢後，方能採取攻略性用兵。同時，現代海戰具備了三個重要因素：空間、時間
與強度的融合一致〔註二九〕，在操作上戰爭本質亦轉變為「非線性」、「不對稱」與「機動」等動態因素，
故須實施交叉檢視與研析後，方可提供未來海軍在兵力運用上，決定方法、手段與攻守勢時機轉換之參考。
2008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威廉‧莫瑞（William Murray）教授曾於《美戰院評論》（Naval War 
College Review）發表〈台灣防衛戰略的再省思〉，針對中共軍事現代化發展現況，改變了台灣的安全選
項，認為我國海空戰力將於中共發動攻擊前即遭戰損，所以應該實行所謂的「刺蝟戰略」，也就是強化地面防
禦，確保各項關鍵設施，讓台灣能經得起長程精準攻擊，並讓美國多一些時間評估與反應〔註三十〕。這篇文
章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與研究，然因各有抱持的觀點，因此獲得的評價不一。
莫瑞教授在加強戰力保存與地面防衛機動作戰的看法上得肯定。相同的看法在 2003年「美伊波灣戰爭」經驗
教訓中，也有部分研究者提到類似的見解，而保存戰力乃綜合運用隱蔽、掩護、疏散、欺敵、電子、資訊戰等
手段來改變敵我優劣形態，伊拉克更將部隊與民間力量相結合，作到「化民力為我力」的全民國防〔註三一〕。
惟運用在我國國土防衛上，因地理幅員特性及戰略縱深較為短淺，都與伊拉克戰場有顯著的差異，在運用上應
要有獨特的思考與設計。
同時，刺蝟戰略雖較不具挑釁，但對於如何反制敵人海空封鎖、維護能源安全、整合三軍聯合防衛作戰上，卻
較少提出具體因應，該文立論上似較為薄弱。就其研究方法而論，其未針對所提議之「刺蝟戰略」實施「反向
論證」（Counter-argument）〔註三二〕，亦即是否刺蝟戰略放棄「攻守兼備」？那如何實施反封鎖、戰
略機動及交通線維護？故其論述立場實未就台澎防衛作戰觀點全面思考。
在不對稱作戰思維下，中共近年潛艦兵力現代化發展迅速，潛射的新式水雷、魚雷、反艦飛彈，再加上攻勢資
訊作戰能力及各式反艦彈道飛彈（ASBM）等武器，將直接威脅美軍亞太基地、海線與航母戰鬥群安全，具備
戰略槓桿作用，意在嚇阻與拒止〔註三三〕。就美國新的海洋安全概念落實而言，美軍反潛兵力與能量在冷戰
結束後，並未獲得充分的重視〔註三四〕。目前美軍具備前進部署反潛兵力刻正面臨汰除或換裝，而下一代的
反潛兵力有賴強力政策支持與相當時日之經營始可見其成效〔註三五〕。當同時面對可能的潛在軍事衝突（如
伊朗及中共），美國海軍依照其「艦隊反應計畫」（Fleet Response Plan）觀念下實施全球兵力投射，
倘欲於西太平洋近海維持優勢之彈性威懾能力，則必須迅速將潛艦及反潛兵力由美國東岸調動至太平洋以應變
支援〔註三六〕，而在此同時我海軍能否自力維護必要扼制海域、基地安全及海上交通線，並防制敵人海上襲
擊，都將是極嚴峻之考驗。
理想的建軍方向與兵力規劃，係透過一套合理之思維邏輯程序與分析模式，來論證國家安全戰略與現有軍事能
力間是否匹配。戰略與兵力規劃為一種藝術，而需求總是遠超過資源所能供應的，所以事 資源分配，應決定涉
何種目標與行動方針是最重要的，從而釐訂優先順序。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採用巴特雷特模式（Barlett Model）來檢驗國家安全決策、戰略與兵力設計的分析架構，
主要的變數包括了安全環境變化、政策目標、選用戰略、資源限制、手段或工具（兵力選擇）及風險評估等，
而這些關鍵因素變化所生的交互作用，有助於在諸多變數之間取得平衡，並尋求最佳戰略與兵力設計〔註三
七〕。
海上防衛作戰思維上須具備不對稱特性，在戰略選項與兵力規劃理則上，宜思索較以往「均衡方式」不同的建
軍方向，也就是須權衡威脅、能力、預算及避險策略，採取不對稱戰略方式建軍，使國防建軍的目的、方法與
手段可以相互配合，建置一支具備創造「相對優勢」的海上部隊，以確保國家安全，並取得各方共識與支持，
並且考量外在環境變遷與海線交通安全問題，建軍與兵力規劃上應融入區域軍事安全合作理念，經營鄰近戰場

 周邊友盟，塑造有利之戰略環境。
另一方面，兵力運用上宜結合全般防衛作戰目的、方法及手段，以形成決策架構，製作戰構想、作戰階段劃分、
可能的任務編組及兵力型態等。妥善運用敵犯台行動作戰重心與關鍵脆弱，例如中共海上部隊的致命的要害為
欠缺聯合作戰能力、防空、海空軍兵力指管、電子作戰、戰術指管交鏈系統（不同載台獨立系統待整合）及反



潛作戰能力〔註三八〕，上述缺點若能有效妥善的運用並納入兵力規劃選項，將可抵消中共具數量上優勢的海
空兵力。
現代戰爭中爭取制海之目的，如同馬漢的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s）與柯白所提出的海上控制
（Control of the Seas）在運用及取捨上有所不同，前者意指大規模艦隊殲滅，後者則強調制海係屬相
對，而非對，制海為一手段，並非海上作戰目的，畢竟無法改變敵人終戰指導與行動意圖的海上決定戰役，是
浪費兵力；海上航路最有效阻在終端（近岸）地區與海上扼制點〔註三九〕。就海軍戰役觀點，不論攻、守勢
作戰，有利位置的爭取乃為海上部隊主要任務，期能先期奪取制海並確保海上交通線，俾利後續投入優勢部隊，
以達鞏固制海之目的，如 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役，英軍運用海空封鎖，奪取海上交通線，使阿根廷海空兵力
無法前援福島守軍，終導致英軍建立海空前進基地，並順利登陸福島，達成預期作戰目標。
綜合相關共軍軍力研析，短期 中共航母部隊仍無法擔任制海任務主角，其數量龐大之潛艦部隊將成為戰略選內
項〔註四十〕。美軍的挑戰在於能否於台海衝突直前或最快時間 確保海空支援兵力（包含航母打擊群及遠征內
戰鬥群）進入的通道（Access），以肆應戰略核子威懾與先期制海任務需要。故中共潛艦部隊於遂行近海防
禦與抗擊外軍介入時，將可擔負先制打擊行動，於軍事對峙直前，先期佔領有利位置或扼制點，對來援友盟海
上部隊實施側翼打擊，構成不可輕忽之威脅。同時，共軍可靈活併用具機動存活的水下先制攻擊或核子威懾能
力，嚇阻（防堵）美日友盟介入台海衝突或藉以分化友盟戰略防禦關係，以遂行對台海空封鎖與攻略作戰。
陸上與海上作戰有相同的特性，都需要有陸上控制區域的支持，而海上作戰更與陸上、空中作戰息息相關，單
一軍種將無法自力完成所賦予之軍事戰略任務。而無論軍事科技如何進展，地理特性、海上位置與距離因素，
仍然具有決定性影響，海戰戰略（戰略攻勢或守勢）的選擇應考量全般作戰目的與力、空、時的整體配合，尤
其在爭取制海、扼制點（Choke-point）、基地（Basing）及部署區域（Deployment Area Control）
的掌控〔註四一〕。敵對的雙方在海上實力與強度的不對稱態勢之下，如何能有效發揮關鍵能力與防護本身作
戰重心，避免在戰爭初期即遭受敵人封鎖與癱瘓，並建置具備高存活與戰力持久的戰場偵蒐打擊載台（含無人
載具）與防禦性反制打擊能力，發揮隱匿、欺敵及奇襲謀略，以確保重要交通線與扼制點不讓敵人使用，以對
我進行陸上攻略。
因此，海軍在建構不對稱作戰能力時應考量我國地略位置及海島型態聯戰需求，建構具戰力保存（持續戰力）
與機動打擊之聯戰部隊，以反制敵人脅迫與威懾，遲滯敵大規模犯台行動。雖在戰略守勢指導原則下，仍應保
有機動攻勢的精神，運用間接路線、節約用兵、奇襲、欺敵〔註四二〕，俾在空岸配合下創機造勢，尋求相對
的優勢，使敵人無法順利投送攻略兵力登陸。
伍、結語
就不對稱作戰思維探討，台澎防衛作戰係守勢作戰，欲運用敵軍弱點或使敵戰略錯誤，於有利時機，轉變敵我
優劣態勢，改採攻勢作為機動殲敵或迫敵放棄戰役目標，在力、空、時配合上難度較高。而不論採取所謂的
「避實擊 」、「首戰不與敵決戰」、「擊敵半渡」或「戰略持久、戰術速決」等不對稱作為〔註四三〕，都虛
有賴對敵作戰重心實施精確分析與周密作戰計畫作為。就實際運用而言，上述不對稱作戰思維與概念，均於美
軍聯合作戰計畫程序（Joint Operations Planning Process）中有深入探討，如作戰環境情報準備、
關鍵因素（作戰重心、關鍵能力、關鍵需求、關鍵脆弱）與任務分析等議題〔註四四〕，可提供制訂相關海軍
聯戰計畫作為時參考，並持續納入比較與融合，透過準則系統發展與驗證，俾使國軍相關聯戰準則發展，能逐
漸適合台澎防衛作戰特性與聯戰指揮機制運作需要，發揮作戰靈活、機動與計畫彈性等特點，以契合未來國防
轉型與聯戰體系發展，遂行防衛作戰。
註一：《中華民國 98年國防報告書》，(台北：98年 10月)，頁 45。
註二：同前註，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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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爭的龍潭(Dragon’s lair)，引用謝弈旭，〈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變遷對東亞安全情勢的影響〉，《2008
戰略安全論壇彙編》(桃園：國防大學，民國 97年 12月)，頁 33-36 ; 另引註 Herbert Docen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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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之歐洲源流〉，《海軍學術雙月刊第》，第 42卷，第 1期，民國 97年 2月 1日，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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